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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纳粹上台初期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外交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

外交部 、国防军与纳粹党成为德国远东政策决策的争夺者。随着纳粹党的最终胜出 ,亲华政策

终止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被迫撤出。

[ 关键 词 ] 纳粹;外交决策;军事顾问团

[中图分类号]K51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87-06

在中德关系史上 ,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学界普遍认为:军事顾问团的存

在 ,在促进纳粹德国在华政治 、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同时 ,也在德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就研究的

侧重点而言 ,对德国外交决策层在顾问团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稍显薄弱 。因此 ,本

文即尝试从德国外交决策体制演变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研究 。

一 、纳粹上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活动 ,最早应追溯到晚清时期 ,当时李鸿章曾聘请德国人帮助训练军队 ,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赢得了许多军方将领的赞赏 。一战后 ,一些德国退役军人陆续来到中国 ,充当一些军

阀的顾问 ,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蒋介石所聘请的鲍尔顾问团成员的林德曼 。但是 ,德国军事顾问真正成

为中德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并在德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则是在 1928年蒋介石执掌中国政坛之后 。当

年年初 ,曾经担任苏俄顾问的鲍尔率领一批德国退役军人来华充当蒋介石的顾问。对此 ,德国外交部和

国防军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 。外交部担心此举会引起蒋介石的反对派和日本的不满 ,从而损害自己

长期以来在远东地区追求的平衡外交。而国防军则在经济界的推动下 ,对顾问团的活动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这种分歧在纳粹上台后不但没有得到消弭 ,反而使分歧得到进一步扩大。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 ,立即把自己夺取生存空间 、称霸世界的对外战略付诸实施 ,重新确定了自己

的外交政策目标 ,其中对远东政策最具影响的有两点:

(一)确保海外战略原料的供应

德国的扩军备战 ,需要大量的原料供应 ,但德国本身战略资源却十分贫乏 ,主要战略原料除煤炭储

量足够外 ,其他如石油 、橡胶等均依赖进口 。据统计 ,战前德国 85%的石油 、80%的铁矿石 、70%的铜 、

90%的锡 、95%的镍 、98-99%的钨和锑及 20%的食物原料均来自海外
[ 1]
(第 180 页),从某种意义上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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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无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因此 ,德国外交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拉拢世界主要原料生产国以

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 。

(二)积极寻找盟友 ,解决德国未来可能面对的两线作战问题

鉴于一战期间德军两线作战 、疲于奔命的教训 ,纳粹党上台后积极寻找盟友以图改变德国地缘政治

的劣势。德国将一战后因分赃不多而对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心怀不满的意大利和日本视为候选盟国 ,

积极发展同它们的关系以图在未来战争中对主要敌人英 、法 、苏形成牵制。

德国整体外交的调整使中日两国在德国远东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均得到提升 。日本作为一战的战胜

国和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拥有较高的国际地位 ,在德国关心的赔款和裁军等问题上有相当发言权。而

且 ,日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东亚与英 、美 、苏等国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因而它在未来的战争中可以

充当制衡和牵制德国的对手的角色 。因此 ,纳粹上台后不久就将与日本结盟列为重要战略目标 。另一

方面 ,中国富饶的资源及对德国商品的巨大需求使其在纳粹德国的战略棋局中也拥有地位。从市场情

况看 ,中国已成为德国军火的一个大买主 ,并日益成为德国重工业理想的投资场所 。根据统计 ,到了魏

玛后期 ,德国军火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 ,从 1928-1932年基本上保持了 20%的较高

比例 ,最高年份更是高达 31.5%[ 2]
(第 77 页)。在原料供应方面 ,中国的地位更显重要。1929年德国工

业所采购的 88%的锑和 53%的钨均来自中国
[ 3]
(第 106 页)。这些都是德国重整军备必不可少的原料 ,

在德国对外采购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 ,德国远东政策的最佳定位是维持传统的中立政策 ,与中日两国建立同等友好的关系 。但是 ,

令德国人苦恼的是:自“九 ·一八事变”之后 ,中日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随时都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

由于两国都在寻求德国的明确支持 ,德国在远东的骑墙政策注定不能持久 ,在中日间作出取舍的是德国

最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 ,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此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外交部 、经济部和国防军等

主张从德国扩军备战的实际需要出发 ,主要在远东采取亲华政策以确保战略原料的供应 ,纳粹党则从世

界战略考虑 ,希望同日本结盟 。德国内部远东政策上的不一致 ,无疑会影响到在华顾问团的活动。

二 、外交部与国防军在顾问问题上的分歧

应该说 ,纳粹党上台之后 ,外交部和国防军在顾问问题上已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两者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已取得一致 ,如都重视军事顾问对德国在华利益的巨大促进作用 ,主张军事顾问继续留在中国 ,

以维持和扩大德国对中国的影响。然而 ,两者的分歧并未完全消除 ,他们在军事顾问的活动范围上仍有

较大分歧 。具体来说就是 ,外交部希望顾问团立足于本职工作 ,不要插手军事事务以外的领域 ,尤其是

不能插手容易引起争议的经济事务 。同时 ,顾问团的派遣应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 ,不得参与地方实权

派军队的重整军备活动。国防军则出于重整军备的需要 ,积极鼓励顾问团介入经济事务 ,尤其是中国的

对外军火采购 ,以争取更多中国订单 ,而为了换取更多战略原料 ,国防军也愿意同中国地方实力派打交

道。外交部和国防军的分歧 ,集中体现在克兰计划身上 。

赛克特 1934年来华时 ,国防军和工商界寄予厚望 ,希望借此垄断中国对外军火采购 ,扩大中国原料

对德国的输出。赛克特认为:“原料供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我们需要大约 20亿马克的原料……我

们的问题可能在中国得到解决”[ 4](第 179 页)。因此 ,作为军事顾问来华的赛克特 ,其兴趣点很快转移到

了经济事务上。他为中国政府所写的备忘录 ,主要是讨论建设中国军火工业及出口中国矿砂以换取德

国工业设备等问题。他也提出:“军事装备的采办应集中于一人”[ 4](第 178 页),并愿意推荐一名合适的

德国人 ,此人就是退役军官克兰。克兰在 1934年设立了一个名为“工业产品贸易公司”(简称合步楼)的

公司 ,名义上它是由克兰主持 ,但真正的主持人是国防军 。这样 ,国防军获得了对中德军火贸易的某种

控制权。但是 ,国防军此举势必会影响到以中小公司和中间商人为主的在华德国传统商界的利益 ,因而

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代表这部分人利益的汉堡 ·布莱梅东亚协会的代表不断就此向国防军提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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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
[ 3]
(第 257 页)。对国防军一手包办对华事务的作风不满的外交部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驻华公

使林德曼认为 ,在华德国公司是德国在华商业活动的基础 ,赛克特的建议及国防军的做法将“严重损害

德国的对华贸易 ,而开展对华贸易实际上是我们唯一的自强之途 。”他也对赛克特介入贸易的做法表示

质疑[ 5](第 78 页)。

国防军并未因外交部的反对而做出妥协的姿态 ,反而继续尝试强化对中德贸易的控制 。1934年 8

月 ,在赛克特的支持下 ,克兰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一项易货协定 ,规定以中国原料换取德国军火和工业设

备。国防军此举是德国疯狂扩军备战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 。纳粹上台后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 ,致使

战略原料进口激增 ,对外贸易逆差严重 ,外汇资源枯竭 。传统的贸易方式已无法保证稳定的原料供应。

于是 ,纳粹政府开始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来克服因支付手段有限给扩军备战造成的困难。易货贸易的

实施使德国政府加强了对外贸的控制 ,有利于集中有限的外汇于战略原料的进口 ,同时也能通过易货贸

易谈判 ,打开贸易对象国的市场。克兰同南京政府签订的协定只是德国这一新贸易政策在中国的尝试。

这种做法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问题在于:国防军并不满足于只同南京中央政府打交道 ,在同南京签订

初步易货协议的同时 ,也在同广东军阀陈济棠协商类似的易货协议 ,克兰为此积极奔走 ,赛克特也对此

表示支持 。这就使德国卷入了中国国内政治的漩涡。南京政府对克兰在广东的活动深为不满 ,并一再

向外交部施压 ,要求阻止克兰在广东的活动。外交部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微妙关系比国防军

清楚得多 ,因此一再表示希望国防军停止克兰的广东计划 ,集中精力与南京政府的易货贸易谈判。

克兰计划将纳粹党也牵扯进来 ,由于对中国国内政治所知甚少 ,从重整军备的需要考虑 ,纳粹党最

初对克兰计划是表示支持的 ,因此当克兰于 1935年返回德国面见希特勒时 ,希特勒为表示对他的绝对

信任 ,让他向蒋介石转交自己的亲笔信和礼物 ,但是 ,当蒋介石对克兰的不信任表露无遗 ,且因为这一事

件与赛克特的关系持续恶化 ,已经严重威胁到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地位时 ,纳粹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希特勒很快否决了这一计划。

尽管克兰广东计划宣告失败 ,但国防军并未停止类似活动 。1936年 ,国防军又允许林德曼到河北

宋哲元那里担任顾问 。鉴于河北作为中国抗日第一线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中日两国在河北不断紧张的

对峙 ,林德曼强调“德国决不应卷入中日纠纷”[ 3](第 177页)。由于纳粹党此时正在同日本谈判建立同盟

关系 ,国防军被迫妥协 ,召回了林德曼。从国防军在这两次纠纷中的表现来看 ,其对外政策中存在一种

轻率冒进的心态 。为了获得原料和市场 ,它们敢冒任何风险 。布罗姆贝格在谈到向广东派遣军事顾问

团一时指出:“南京方面几乎没有反对退休军官在顾问团效力 ,而南京本身要求并获问候语派遣考察团

到德国。为了搞好关系 ,我们应保留对广东派出军事顾问的权利 ,即使南京反对这样做 。” [ 4](第 131 页)

这种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不计后果的行事作风使其所主张的对华政策陷入困境。它不仅导

致了与外交部关系的恶化 ,而且让长期觊觎外交决策权的纳粹党有了可乘之机 ,纳粹党后来居上 ,逐渐

控制了德国整体外交的决策权 。

三 、德国外交决策体制分析

纳粹党的上台使德国原有的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外交部与国防军共同控制外交决策

的局面被打破。纳粹党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了外交舞台 ,成为角逐外交决策的第三方力量。而随着

纳粹党统治地位日趋稳固 ,外交部与国防军的决策权不断遭到剥夺 ,纳粹党逐渐控制了德国整体外交的

决策权。

下面从外交部 、国防部 、纳粹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

纳粹党上台后 ,外交部在纳粹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作为一个由文职的公务员组成的机构 ,

外交部的权利主要来自于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对其制定政策的认可。换言之 ,外交部是靠政府首脑或

国家元首对它的信任来行使权利的 。然而 ,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外交部人员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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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反感和厌恶。对他们的能力表示怀疑和不信任 。但他上台后并未更换外交部长或次长 ,而且在这一

部门的高层官员中 ,无一是纳粹分子。这是因为 ,外交工作是一项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连续性 ,且政策性

很强的工作;外交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 ,尤其是作为外交部长 ,还

需要优秀的人格素质和良好的国际声望 。纳粹上台之初羽翼未丰 ,既要在国际上表现得无意改变魏玛

德国的传统外交政策 ,继续与英法等民主国家敷衍 ,又需各类人才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 ,无奈只好留

用魏玛政府的职业外交官 。但到了 3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德国重整军备的顺利推进 ,德国的经济军事

实力急剧壮大 ,已经初步具备了向往扩张的条件 ,而德国军队进入军事不设防区 、干涉西班牙内战等外

交冒险的成功 ,暴露了英法绥靖政策软弱的本质 ,德国的扩张野心急剧膨胀 ,希特勒已不再需要外交部

的稳健政策这个幌子了。

外交部地位的下降 ,直接体现为许多重大决策是绕过外交部做出的 ,外交部只是事后才得知。这在

远东政策上尤为明显 ,1936年同日本谈判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不是外交部 ,而是希特勒信任的里

宾特洛甫 。林德曼曾抱怨:“国防部就与克兰计划相关的军事事务同中国进行商谈时 ,把驻华领事馆撇

在一边。”[ 4](第 140 页)甚至一些很普通的访问接待事宜 ,外交部也被排除在外 。1935年初 ,一个由中国

交通部副部长领衔的代表团来到德国购置军火 ,但访问的行程和组织基本上是纳粹党的外国政治处一

手包办 ,赛克特的代理人就此事同纳粹党进行了沟通 ,却没有给外交部打招呼
[ 4]
(第 113 页)。正如魏茨

泽克在纽伦堡审判时所说的那样 ,外交部已经降为“一个技术性的机构”
[ 4]
(第 2 页)。

与外交部决策地位直线下降比起来 ,国防军在纳粹政府中地位的演变呈倒 V 字型。在纳粹上台初

期 ,国防军作为一个强力部门和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是希特勒巩固统治不得不拉拢的对象 ,并且国防

军和纳粹党在扩军备战 、实行独裁统治等问题上持有类似的看法。因此 ,在纳粹上台初期 ,对国防军是

宠爱有加 ,极尽拉拢之能事 ,国防军在德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 ,它在内政外交上的发言权也得以加强 ,

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方面 ,国防军通过与经济部长沙赫特的合作 ,实际上控制了这一领域的决策权 。30

年代中期德国在远东和东欧的易货贸易政策 ,正是国防军和经济部的杰作 。

但国防军与纳粹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国防军比较赞成

外交部所持的稳健作风 ,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德国的复兴 ,反对纳粹党的冒险政策 ,因而在进军莱

因不设防区和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等一系列问题上与纳粹党意见相左 。同时 ,国防军上层如陆军上将

弗里奇 ,主张继续维护陆军的独立与完整 ,对纳粹势力渗入国防军深感不安
[ 6]
(第 239 页)。而纳粹党为

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无法像魏玛共和国那样容忍国防军成为国中之国 。兴登堡死后 ,纳粹党对国防

军的控制逐渐加强。时任国防部长的布罗姆贝格也想通过向纳粹靠拢的方式来确立和巩固国防军的相

对独立地位 ,这使得纳粹党在国防军中的影响迅速扩展 ,年轻一代的国防军军官对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

义尤为认同 ,这就削弱了国防军独立地位的基石———普鲁士军官团的团结 。同时 ,希特勒退出国际裁军

谈判 ,进入莱因不设防区等外交冒险的成功 ,也提高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声望 ,国防军的独立地位

日趋没落 。

此外 ,纳粹党卫队的建立可被视为国防军地位下降的一个标志。1934 年罗姆暴动失败后 ,希姆莱

的党卫队成为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 。它既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 ,也不为政府所控制 ,在纳粹政权体系中

享有特殊地位 ,党卫队在希姆莱的经营下不断扩充 ,从 1933年的 5万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万人 ,俨然成

了国防军外的国防军[ 6](第 250页)。党卫队的出现 ,大大减轻了纳粹党在军事上对国防军的依赖 ,国防

军在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国防军政治地位的下降 ,无疑会影响到其对外交决策权的争夺 。1936年 12月 ,日本主动与国防军

联系 ,希望就《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军事协议进行谈判。布罗姆贝格对这一提议的回答是:“这一协议

属于政治范畴 ,应由德国政治领袖来处理”
[ 4]
(第 210 页)。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国防军

都持这种回避的态度 ,它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

纳粹党上台之初 ,对外交并未作较多干涉 ,国防军和外交部共同控制了外交决策 。但这只是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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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随着纳粹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 ,希特勒越来越渴望直接控制决策权 ,以便顺利推行自己征服欧

洲 、称霸世界所需的对外战略 。为此 ,纳粹党在其内部设立了外国政治处 、外事处和里宾特洛甫办公室 ,

处理纳粹党认为至关重要的外交事务 , 30年代德国重大战略举措如:1936年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

定》和 1939年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 ,均是纳粹党的杰作 。

应该说 ,纳粹党对外交决策影响力的增强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纳粹党赌徒式外交的胜利 , 1933年 10

月 ,希特勒先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 3月 16日 ,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实

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 3月 7日德国国防军进入了莱因非军事区 ,这些措施均未遭到协约国的制

裁 ,从而大大提高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外交事务上的声望和地位 ,也更激起了希特勒直接掌握外交政策

的欲望 ,他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外交事务 。纳粹党与国防军及外交部间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 。

四 、中日战争的爆发与顾问团的撤回

1937年 7月 7日 ,中日战争爆发 ,中日矛盾终于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德国长期不愿面对的在中

日间做出抉择的难题摆在了它的面前 ,原来虽模糊却左右逢源的远东政策已走进了死胡同。但是 ,对于

是选择日本还是选择中国的问题 ,德国国内各派的观点并不一致 ,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而顾问问题则

由于其在中日战争中的敏感性 ,自然成为争论的重要议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最初使纳粹党颇为不满 ,这并不是因为纳粹党特别同情中国或主持正义 ,而是因

为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共产主义的危险 ,日本的行动不仅会促使中国更加依赖俄国 ,并且会大大降低日

本在远东牵制英 、法 、苏的战略价值 。狄克逊在“七 ·七”事变后写道:“这次冒险使我们想要的(日本)向

苏联施加压力的作用变为零 。” [ 7](第 123 页)纳粹党魁罗森贝格甚至认为:“德国的亲日政策是一个错

误。”[ 4](第 140 页)但是 ,纳粹党并未因为这种不满而放弃日本倒向中国。戈培尔的宣传部在战争初期极

力渲染日本的胜利 ,对中国的失败则加以夸张的报道 。驻德大使陈天放就此向德国外交部抱怨:“在德

国媒体对中日战争的报道中 ,中国的失败和不幸往往被放大
[ 8]
(第 109 页)。里宾特洛甫则不断向希特勒

报告“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危险境地。”[ 4](第 268 页)纳粹党的这种亲日倾向在顾问问题上 ,就

是亲纳粹的狄克逊多次提出召回军事顾问的建议[ 9]
(第 14 页)。他担心顾问团继续呆在中国会使日本误

以为德国支持中国。

但是 ,纳粹党和亲日政策遭到了国防军和外交部的抵制 。他们认为 ,德国在华利益才是远东政策的

重点 ,日本的行动构成对德国在华利益的威胁 ,并使德国的战略价值下降 ,德国不能为争取日本而放弃

中国 。林德曼在给外交部的信中指出:“如果德国放弃中国 ,在华利益的损失将达到 4亿马克之多。”[ 8]

(第 26页)外交部秘书麦肯逊也表示 ,日本在“中国北方采取的行动意味着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 ,而加

重与我们友好的中国的负担。他表明日本人是多么不愿意顾及我们的利益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我们不

能放弃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 [ 9](第 14页)因此 ,对狄克逊的建议 ,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魏茨泽克表示 ,

“召回我们的军事顾问将意味着在目前时刻站在反对南京的一边 ,因此不予考虑 。”国防军则以实际行动

表明自己的立场 。根据美国驻德国大使吉尔伯托的情报 ,在中日战争爆发后 ,又有三名德国军官前往中

国服务 ,还有一名准备 11月份动身前往中国[ 4]
(第 258 页)。

在这场争论中 ,希特勒再次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尽管他有强烈的亲日倾向 ,但他并没有急于做出

决定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 ,战争呈焦灼状态 ,局势并不明朗 ,

同时希特勒还幻想通过外交调停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因此 ,希特勒在 11月 4日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召

回顾问一事还须拖延 。”[ 4](第 262 页)希特勒的这个表态使亲日派的立场有所软化 ,两天之后 ,狄克逊表

示 ,此时撤回顾问没有必要。他已同日本参谋本部达成共识 ,要让顾问在调停中日冲突中发挥作用 ,特

别是向蒋介石警告“长期战争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 3]
(第 307 页)。

从由于中日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 。德国国内在军事顾问团问题上的争论也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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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升温 ,狄克逊在 1938年 1月 26日的报告中建议 ,由于日本即将取得胜利 ,德国应召回顾问团 ,承认伪

满洲国。此举得到了戈林 、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等纳粹分子的支持 ,外交部与国防部均表示反对。林德

曼表示 ,撤回顾问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苏联顾问会取而代之 ,中国陆军会成为一支苏联式的军队[ 4]
(第

301 页)。而国防部长布罗姆贝格则试图趁里宾特洛甫还在伦敦的时候 ,结束关于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

问的讨论[ 9]
(第 15页),德国亲日派与亲华派的争论自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希特勒的态度成为决定胜负

的重要砝码。而希特勒一方面对外交部长期存在着厌恶与藐视 ,对国防军的桀骜不驯深为不满 ,另一方

面 ,他也急于在中东欧实施侵略扩张的计划 ,需要日本这个盟友 ,因而他最终站在了亲日派的一边。

1937年底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均被撤换 ,次年初希特勒下令撤回顾问 ,并威胁如果顾问不服从 ,他们在

德国的亲属将会有麻烦[ 4]
(第 327 页)。同年 6月 ,除了少数顾问外 ,绝大部分顾问返回了德国 。这样 ,亲

日派与亲华派在顾问问题上的斗争以亲华派的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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